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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一帶一路”倡議已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參與，其沿線國已多達147個國家。這些國家中既有內

陸國家，也有島國，還有更多的是能同時支持陸運和海運的沿海國。換言之，“一帶一路”沿線國都有可能直

接或者間接地參與到國際海運中去，這便對統一的國際海運規則提出了要求。由於國際社會尚未形成國際海上

貨物運輸規則的全球統一，沿線國之間分散的海運規則又將帶來擇地訴訟不利於公平公正，及其法律適用的不

確定性和結果的不可預見性。中國作為“一帶一路”倡議國，兼具航運大國和貿易大國的雙重身份，有必要去

主導規則的統一，這將有助於中國提升國際海運話語權。而統一的路徑諸多，如何採取最有效的方式實現中國

利益和整體利益的最大化，則是需要平衡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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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倡議自2013年提出至今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同和參與，“一帶一路”倡議的

核心理念陸續被聯合國等重要國際組織成果文件所採納。2018年召開的中非合作論壇再次掀起了一

波參與“一帶一路”倡議的非洲國家共建熱潮，中國已陸續同各國家及國際組織共建簽署合作文

件。截止日前，根據“中國一帶一路網”的官方數據顯示，繼意大利作為首個G7國家加入了“一帶

一路”合作，牙買加和盧森堡等國也相繼加入，沿線國數量已從最初的69個擴大至147個，從最初橫

跨亞非歐至如今覆蓋了除沒有國家的南極洲外的剩餘六大洲。“一帶一路”沿線國本就是個合作群

的開放概念，各國出於國家利益的整體考量會決定是否加入其中，而中國作為該倡議的發起國則要

考慮如何實現國家利益和整體利益的最大化，促進合作共贏。國際貨物貿易約九成是通過海運完成

的，國際海運的優勢及其對國際貨物運輸的重要性已毋須多言。“一帶一路”沿線國中既有只能通

過陸運的內陸國家，也有只能通過海運的少數島國，但主要的還是能同時陸運和海運的沿海國家。

但國際海上貨物運輸早已從單一的運輸模式轉換成包含兩種或兩種以上運輸方式的多式聯運模式，

特別是鐵海聯運等“海運+其他”模式的多式聯運方式在“一帶一路”航運實踐中已廣泛適用。換言

之，只要在陸地和港口之間合理銜接，“一帶一路”沿線國都有可能直接或者間接地參與到國際海

運中，多式聯運能提升物流效率也將進一步促進航運貿易的增長。

航運業的國際性要求海運規則的國際統一性，因此國際社會一直致力於國際海上貨物運輸規則

的統一，其中2008年通過的《鹿特丹規則》便是國際海運規則統一化的最新成果，但該公約尚未生

效。目前國際上已經生效的國際海運公約便是1924年《海牙規則》、1968年《維斯比規則》和1978
年《漢堡規則》這三大公約，但這三個公約並不是替代性關係，而是並行存在的“三足鼎立”之關

係。如果說第一個公約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國際海上貨物運輸規則的統一，至少是局部或者

部分的統一，而第二個和第三個並行存在的公約之出現則導致了又一個不統一的格局，特別是這些

公約的締約國還不盡相同，更直接地說這些公約各自的局部或者部分統一實際上就是缺乏全球統一

性。正是由於國際海上貨物運輸法律不統一的現狀，加之傳統已生效的規則也不能滿足國際貿易和

航運實踐發展的需求，特別是集裝箱化下“門到門”運輸、電子提單和多式聯運的發展對新規則提

出了迫切需求，這都不利於國際海上貨物運輸和國際貿易的開展，國際社會經過反覆討論才最終決

定制定新公約以尋求真正的統一。1“一帶一路”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形成則對法律統一化提出了要

求，但“一帶一路”沿線國之間卻缺乏一套統一的國際海上貨物運輸規則，統一規則的缺失將反作

用於經濟，從而限制或者制約國際海運及國際貿易的發展。

就“中國一帶一路網”所列舉的包含中國在內的“一帶一路”這147個沿線國而言，以法系作為

劃分標準，主要可以區分為大陸法系（如中國）、英美法系（如印度）、伊斯蘭法系（如阿富汗）

和混合法系（如南非）等國家。法系是法律認知、理解和把握世界法律總體格局的主要理論工具，

有關法系的定義及其分類標準一直處於爭論不休的狀態，但可以達成共識的是不同法系之間存在着

1 司玉琢主編：《國際貨物運輸法律統一研究》，北京：北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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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淵源、論證方法、審判模式等諸多不同。2 而就目前已經生效三大國家海運公約而言，“一帶

一路”這147個沿線國中有50個國家加入了《海牙規則》，有15個國家加入了《維斯比規則》，還有

29個國家加入了《漢堡規則》。就公約狀況而言，1924年《海牙規則》全球先後有89個國家或地區

批准或加入，是目前適用範圍最廣且影響力最大的國際海運公約。1968年《維斯比規則》作為《海

牙規則》修改的產物，全球僅有30個國家或地區批准或加入，其中有部分《海牙規則》締約國如美

國、日本和西班牙等並沒有批准加入修改後的公約。1978年《漢堡規則》作為政治妥協的產物，全

球雖有35個締約方先後批准或加入該公約，但這些締約國主要是航運不發達的國家，甚至有十餘個

是內陸國家。特別需要指出的是，作為兼具航運大國和貿易大國雙重身份的中國，並沒有加入上述

任何一個國際海運公約，其適用的依然是國內法規則，而中國海商法在起草和制定中則參考了上述

三個公約的內容，或者說在中國海商法的規則中可以尋到上述三個公約的規則原則的影子。

《海牙規則》作為一項有關提單的國際實體私法條約，乃是當時地位完全不對等的船貨雙方利

益妥協的產物，其在限制承運人締約自由的濫用之同時，設定了強制性規範，從而給予貨方最低的

權利保障。也正因為承運人的絕對優勢地位，船貨雙方的談判是不可能完全對等或趨於對等的，而

《海牙規則》能達成的統一則是極為有限的，其最大意義便是核心條款即第3條和第4條有關承運人

的義務和責任，可以說該公約的實質是承運人海上貨物運輸合同責任的公約。而《維斯比規則》在

一定程度上修改了《海牙規則》而使得新公約能更加適應集裝箱時代的航運實踐發展需求及其維護

船貨雙方的利益平衡，但《維斯比規則》並未徹底改變《海牙規則》在條文設計中嚴重偏向承運人

利益的局面，特別是新公約對承運人免責事由沒有任何的修訂。《海牙規則》的部分締約國如德

國、法國、英國、意大利、荷蘭、比利時、新加坡等貿易大國或航運大國，但也有部分《海牙規

則》締約國如美國、日本、西班牙等並沒有批准或加入新公約。《海牙規則》和《維斯比規則》的

共存已然是兩套並行的國際海上貨物運輸規則體系。而發展中國家仍要求對《海牙規則》進行實質

性的修改，隨着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發展中國家在國際事務的作用逐步提高，《漢堡規則》正是在

發展中國家為國際航運領域爭取新的國際經濟秩序的鬥爭中產生的。3《漢堡規則》對《海牙規則》

進行了實質性修改，主要體現在加重了承運人的責任，在責任基礎上採取了過失責任制，取消了航

海過失免責和火災過失免責。4 但《漢堡規則》過於單方面，大大加重了承運人的責任，故而在規則

設計上難以讓航運大國接受，從公約最後的締約情況即30餘個締約方主要是航運不發達國家、甚至

有十餘個是內陸國家，就可以得知《漢堡規則》對國際航運的影響力很小，在航運實踐中根本無法

取代海牙—維斯比規則體系，故而發揮不了多大的作用。還有如中國一樣尚未加入任何一個國際海

運公約的國家，其解決國際海上貨物運輸糾紛依靠的主要還是國內法規則，而各國不統一的國內法

規則又會導致一定的衝突。

在這些國際海運公約的締約國中，“一帶一路”這147個沿線國中只有埃及和黎巴嫩這2個國家是

同時加入了3個已生效的國際海運公約，新加坡、斯里蘭卡、敘利亞、波蘭、克羅地亞、希臘、意大

2 黃文藝：《重構還是終結——對法系理論的梳理和反思》，《政法論壇》2011年第3期，第35頁。
3 莫世健主編：《國際經濟法》（第2版），北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4年。
4 焦傑、居伊—勒菲佛爾：《鹿特丹規則中海上貨物承運人的責任——法律迷宮？》，《比較法研究》2011年

第4期，第1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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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湯加和厄瓜多爾這9個國家只同時加入了《海牙規則》和《維斯比規則》，羅馬尼亞、匈牙利、

塞內加爾、岡比亞、坦桑尼亞、尼日利亞、肯尼亞、喀麥隆、塞拉利昂、巴巴多斯和多米尼加這11個
國家只同時加入了《海牙規則》和《漢堡規則》，又有格魯吉亞這一個國家只同時加入了《維斯比規

則》和《漢堡規則》。除了同時加入幾個國際海運公約的國家外，還有馬來西亞等28個國家只加入了

《海牙規則》，俄羅斯等3個國家只加入《維斯比規則》，約旦等15個國家只加入《漢堡規則》，以

及剩下還有78個沿線國未加入任何一個已生效的國際海運公約。國際公約規則本身又存在一定的衝

突需要協調，加上這147個沿線國的國內法，使得“一帶一路”沿線國的海運規則無疑是分散而複雜

的。《海牙規則》的弊端在於過於偏袒承運人利益，即便是修改後的《維斯比規則》也無法徹底改

變利益嚴重失衡的局面，然而在當時承運人處於絕對優勢地位的航運局勢下，因該公約的存在至少

保障了貨方的最低權利，可以說是有勝於無。而《漢堡規則》跟先前已生效的國際海運公約相比，

單方面大大加重承運人的責任，這在承運人佔優勢地位的航運局勢下，是必然無法獲得航運大國的

支持，以至於其難以發揮作用，更別提取代海牙—維斯比規則體系。加上貿易實踐和航運實踐的發

展，特別是海上貨物運輸集裝箱化及其“門到門”運輸的普及，再加上電子商務的興起，現實所需

以至於對上述領域國際統一立法有緊迫性，無法可依是法律的消極衝突，跟法律的積極衝突即同一

法律關係可適用多個法律規則一樣，都不利於國際民商事交易。

現有的國際海上貨物運輸公約，和各國國內法在託運人和承運人的權利和義務方面、特別是有關

承運人的義務和責任方面規定差異很大。若是缺乏統一的國際海上貨物運輸規則，一旦出現國際海運

糾紛時，則必然要適用衝突法規則來確定準據法和管轄權及其外國判決的承認和執行等問題。選擇不

同的國家或地區進行訴訟，則可能適用完全不一樣的法律規則，那麼將產生完全不同的結果。從承運

人單位責任限制為例，《海牙規則》規定的承運人單位責任限制是100英鎊，而《維斯比規則》將承

運人的單位責任限制大幅度提高至10,000法郎（1968年時的10,000法郎約等於430英鎊），二者之間的

差異則會體現在公約轉化為國內法後該國國內法在承運人單位責任限制上的差異。具體到“一帶一

路”沿線國，馬來西亞等28個國家只加入了《海牙規則》，那麼依照締約國的公約義務，這28個國

家的海商立法需將本國的承運人單位責任限制以《海牙規則》為基礎確定在不低於100英鎊的標準。

但是新加坡等9個國家因為同時加入了《海牙規則》和《維斯比規則》，故而在《維斯比規則》生效

後，對於這些國家而言，若是本國的承運人單位責任限制僅符合了《海牙規則》的基礎標準，而未

達到《維斯比規則》的基礎標準的，則要依照締約國的公約義務，將本國的承運人單位責任限制以

《維斯比規則》為基礎確定在不低於10,000法郎的標準。再以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為例，馬來西亞作

為《海牙規則》的締約國，1950年《馬來西亞海上貨物運輸法》（Carriage of Goods by Sea Act 1950, 
Ord. No. 13 of 1950）將承運人的單位責任限制確立在100英鎊到如今尚未有過修改。而新加坡在加

入《維斯比規則》之後制定的1972年《新加坡海上貨物運輸法》，將承運人的單位責任限制提高至

10,000法郎的標準。從託運人利益角度出發，就1972年之後發生在馬來西亞和新加坡之間的海上貨

物運輸法律關係而言，託運人當然喜歡去新加坡訴訟以期獲得更好的賠償數額。實際上在英國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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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這兩個國家之間亦是如此，在英國適用《維斯比規則》之前依照美國法標準比英國法標準的單位

責任限制能高300多美金，而在英國適用《維斯比規則》在1971年提高單位責任限制後則又比美國法

標準多出約300美金，這也導致了在英美國家海上貨物運輸當事人擇地行訴之風盛行。5 在“一帶一

路”沿線國中還有29個國家加入了1978年《漢堡規則》，該公約將承運人單位責任限制提高至835個

特別提款權，比1979年修訂《維斯比規則》議定書所分別確定的標準提高了約25%。那麼就單一的

《海牙規則》締約國例如馬來西亞，其國內立法所確定的100英鎊的承運人單位責任限制，跟《漢堡

規則》的締約國所適用的不低於835個特別提款權的標準相比相差甚遠，這必然會導致託運人擇地行

訴。再以中國這類未加入任何一個國際海運公約的國家為例，中國《海商法》第56條所確立的承運

人單位責任限制666.67特別提款權標準，就是參照《維斯比規則》標準，該標準相比於馬來西亞等國

則要高很多，而相比於捷克等國則要低很多。採用何種標準確立賠償額，對於海上貨物運輸當事人

來說至關重要，特別是某一項國際海上貨物運輸同時涉及到3個或3個以上國家，當這些國家分別採

用不同標準的單位責任限制時，託運人在貨物存在貨損時，必然會選擇最有利於自身利益的國家或

地區進行訴訟或仲裁解決海上貨物運輸糾紛。

衝突法規則在解決國際民商事爭議時，其追求的是法律適用的可預見性、判決結果的一致性和

穩定性，其經濟目標在於確保每個涉外法律爭議都按照與爭議有最“適當”聯繫的國家的法律來解

決，而且這種“適當性”不是依據法律的內容或法律爭議解決的結果來判斷，而是空間或地理意義

上的“適當”。6 在這種情況下，通過衝突法規則來解決的糾紛實際效果並不一定能達到公正，或

者說程序上的公正未必能實現實體公正，這邊是擇地訴訟最大的問題所在。也正是因為根據國際私

法的衝突法規則可能會有多個國家或地區的法院可以選擇訴訟，那麼當事人為了尋求自身利益的最

大化，就可能會搶先選擇一個最有利於自身利益的國家進行訴訟。同樣的法律事實，只是因為當事

人的選擇或訴訟策略，而在不同的國家進行訴訟，而適用不同的法律，從而導致當事人的利益差，

這並不公平。而這種不公平也會導致當事人在訴訟時就管轄權和法律適用問題提出異議，從而為自

身利益據理力爭。而一國的法院在處理本國和外國當事人之間的海上貨物運輸合同糾紛時，有可能

會考慮本國利益等因素，從而不利於保證具體案件的公正審理。各國分散的海運規則，使得同一個

法律關係中的當事人在不同的國家處理糾紛能得到的利益是不一樣的，從而就形成了法律適用不同

而導致託運人和承運人之間的實際利益差或者可預期利益之差，而相對公平合理的交易規則才能

促進社會價值目標的實現。在國際海上貨物運輸的利益差異，進而使得國際航運市場不公平競爭

的產生。統一的國際海上貨物運輸規則，能保證託運人和承運人最基本的權利、義務和責任的相對

統一，這也為承運人收取相對統一的運費標準領域實現法律的統一，實際上也是追求國際航運市場

公平有序的競爭環境，在確定最低限度的義務下實現契約自由和契約正義。契約正義是指契約法應

保障訂約當事人在平等自願的基礎上訂約和履行，並使合同的內容體現公正、平等和誠實信用的要

5 司玉琢主編：《國際貨物運輸法律統一研究》。
6 吳思穎：《國際商事合同法統一化：原理、目標和路徑》，北京：法律出版社，2011年；鄒國勇：《國際私

法的價值取向——利益協調》，《南京社會科學》2004年第5期，第6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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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合同當事人一方不能濫用其經濟實力和權利而損害另一方利益。7 傳統已生效的國際海運規則是

在託運人和承運人地位極度不平等的背景下產生的，隨着國際航運業的發展，託運人和承運人的地

位趨近平衡，追求交易公平和正義不僅是託運人的追求，也是承運人所能接受的發展方向。既然各

國分散的國際海運規則不利於構建國際航運業公平有序的競爭環境，那麼追求統一的國際海上貨物

運輸規則就成了整個國際航運業追求公平和正義的重要組成部分，或者說是實現公平和正義的法律

價值目標所必要的舉措。

上文對擇地行訴的說明也可論證：該分散規則體系可能導致的另一弊端，就是法律適用的不確

定性和結果的不可預見性。“一帶一路”沿線國共有147個國家，其中有54個國家加入了海牙—維斯

比規則體系，有29個國家加入了漢堡規則體系，而又有一部分國家沒有加入任何已經生效的國際海

上貨物運輸公約。已加入國際公約的締約國需要通過國內法來落實公約義務，使其國內法符合國際

公約的規則要求。而沒有加入國際公約的國家雖也可能吸收借鑒已有國際公約的內容來制定其國內

海上貨物運輸立法，但有一點可以確定的是，在“一帶一路”沿線國間開展國際海上貨物運輸，可

能會面臨着法律適用的不確定性，若是當事人沒有在合同中選擇法律適用，則不同國家的當事人在

一個國際海上貨物運輸法律關係中，將不知道該適用哪一個國家的法律或者規則來調整或解決有關

爭議。法律的指引作用要求法律本身具有確定性，對於國際海上貨物運輸的各方當事人而言，若是

無法得知其行為規範將受哪個規則約束和調整，那就會帶來諸多的不確定性因素，甚至無法確定具

體的交易方在國際海上貨物運輸法律關係中處於何種地位。而法律適用的不確定性將導致的直接後

果，就是結果的不可預見性，即當事人無法預見自己行為的後果。即便是通過衝突法規則最後確定

了準據法來解決糾紛，實際上各個國家不統一的國際海運規則是無法給當事人一個明確的指引從而

在以後的交易中得以遵循，而只能是根據個案加以判斷總結。

從承運人的免責事項這個角度加以分析，由於海牙—維斯比規則體系所確定的承運人免責事項

要遠多於《漢堡規則》所規定的承運人免責事項，換言之，就承運人的免責事項而言，《漢堡規

則》下的承運人責任要重於海牙—維斯比規則體系下的承運人責任。而“一帶一路”沿線國中還有

78個完全沒有加入任何公約的國家，如中國，其國內海商立法對承運人的免責規定是採用了海牙—

維斯比規則體系，但舉證責任又按照《漢堡規則》的分配方式，換言之，中國法是採用了混合模

式，借鑒了幾個公約的規定後制定的本國海商法。8 這類國家的國內法對承運人的免責事項範圍，是

多於海牙—維斯比規則體系，還是少於《漢堡規則》，亦或介於二者之間，換言之，各國的國內法

在承運人免責這個角度看，其承運人責任是重於《漢堡規則》，還是輕於海牙—維斯比規則體系，

還是介於二者之間，則要個案分析。這對於從事國際貿易的託運人來說便是一件複雜的事情，託運

人得根據具體交易去分析承運人可能承擔的責任，這不利於法的秩序和效率價值的實現，這可能導

致法律適用的不確定性和結果不可預見性，從而無法實現法的預測作用。

7 段啟俊、蔡學恩、邱啟雄：《論合同正義性》，《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0年第5期，第
637-638頁；韋經建：《論海上貨物運輸法的強制締約義務的適用及其規範的制度價值》，《法制與社會發
展》2007年第2期，第88頁。

8 司玉琢：《海商法專論》（第2版），北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年。

陳 石 “一帶一路＂倡議下分散海運規則的統一化及對中國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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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統一的國際海上貨物運輸規則，導致各方當事人無法確定一旦產生爭議後該適用何種規則來

解決糾紛，但可以肯定的是，不同的規則解決糾紛的結果肯定不一樣，換言之，當事人適用不同的

法律規則來解決同一個國際海上貨物運輸糾紛，可能會得到完全不一樣的兩個結果，而這個結果對

於交易各方當事人而言會導致利益差異懸殊。若國際海上貨物運輸法律關係的各方當事人明確該法

律關係受何種法律規則約束和調整，就可以預測到其行為的後果，基於對其行為後果的預測，則可

以對自己的行為作出相對應的調整。舉個簡單的例子，若是託運人和承運人一方明知其行為違約成

本遠大於守約的成本，那麼從商人追求利益的本性來看，則必然會選擇守約；但若是守約成本遠大

於違約成本，則作為商人可能會選擇違約的商業策略。在這種情況下，當事人必然是根據已確定的

法律規則來預測其行為後果，但若是當事人已然基於作為或不作為要承擔一項責任時，當事人可能

會去對比存在差異性的不同法律在這種情況下需要其承擔的責任大小，從而將盡量使得該法律關係

受對其最有利的一項法律規則來調整，從而引發了當事人選擇規避法律或者通過法律選擇進行擇地

訴訟的問題。法律適用的不確定性和結果的不可預見性，都不利於公平和正義的法律價值的實現。

進入20世紀以來，世界各國的有識之士都認識到，要發展和促進國際貿易和海上運輸事業，就

必須逐漸減少法律衝突，實現國際海商立法的統一化。9 在海上私法領域，國際海事委員會、國際

海事組織以及聯合國貿易法委員會等國際組織在涉及海上貨物運輸的各個領域都推動出台了一系列

國際公約。這些公約的出台都有一定的時代特徵，並盡可能地擴大其適用範圍從而達到尋求統一的

目的。國際海運規則的統一趨勢之一，就是順應時代發展以謀求國際統一。在海上貨物運輸領域，

《漢堡規則》相比於海牙—維斯比規則體系而言，將其調整的國際貨物運輸的對象擴大至活動物和

艙面貨，這也與科技發展和運輸方式變革的有關。特別是集裝箱運輸時代的到來，多式聯運的發展

和電子商務在國際海運實踐中的應用，這就需要新的規則加以調整各方當事人的法律關係。

以多式聯運為例，為了滿足國際貿易對多式聯運的需求，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曾於1980年主

持通過了《聯合國國際貨物多式聯運公約》（以下簡稱《多式聯運公約》）。截止日前只有11個國

家加入了該公約，而挪威和委內瑞拉只簽署公約並未加入或批准，距離公約要求的30個國家批准加

入這一生效要件還相差較遠。公約對多式聯運經營人的責任形式採用經修正的統一責任制，即原則

上多式聯運經營人應按照公約所規定的責任基礎和責任限制承擔賠償責任，但第19條同時規定一定

條件的賠償限額適用高於本公約的國際公約或強制性國內法規定。10 但蘇聯東歐國家等發達國家在

公約制定過程中就標榜自由放任原則，堅決主張不要國家干預，實行網狀責任制，使聯運變成一種

鬆散的框架，故而對最終的公約文本採取統一責任制且具有強制力而表示不滿。11《多式聯運公約》

至今無法獲得國際社會的認可而未能生效。在吸收《多式聯運公約》失敗教訓的基礎上，2008年出

台的《鹿特丹規則》的創新點之一，就在於創設了“海運+其他”模式的多式聯運規則，將傳統國際

海運規則的適用範圍由單純的海運變成了“海運+其他”，從而又進一步地擴大了公約的適用範圍，

9 傅廷中：《海商法論》，北京：法律出版社，2006年，第21頁。
10 司玉琢主編：《國際貨物運輸法律統一研究》。
11 魏家駒：《略論聯合國國際貨物多式聯運公約》，《法學研究》1981年第6期，第4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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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公約具有更廣泛的實施基礎。且不論《鹿特丹規則》能否被國際社會所普通接受和適用，其出台

背景至少可以說明國際社會對於海上貨物運輸規則統一的訴求，而從起草過程的文件中也可以窺探

出各國對於統一規則的立場和價值取向。

現有國家海運規則中影響力較大的海牙—維斯比規則體系，是在承運人處於絕對優勢地位的背

景下制定的，其原則和規則當然是有利於承運人一方，而託運人一方得以保護的利益是極為有限

的。《漢堡規則》出台之時的託運人和承運人地位之不平等現象雖有所減輕，但《漢堡規則》大大

加重了承運人一方的責任和義務，並沒有很好地協調和平衡雙方的權利義務，故而締約國不多且影

響力不大。直到《鹿特丹規則》出台時，託運人和承運人的地位就更加趨於平等，那麼新公約相比

於原有的國際海運規則而言，肯定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承運人的責任和義務，但是為了平衡承託雙

方的權利和義務，新公約也賦予了託運人更多和更為嚴格的責任。隨着國際貿易和海上貨物運輸領

域中託運人和承運人地位趨於平衡，在國際海運規則中託承雙方的利益也將趨於平衡，故而承託雙

方責任和義務的平衡必然是國際海運規則的發展趨勢。縱觀國際海運規則的發展歷史，公平和合理

地分擔海上風險，平衡託運人和承運人的利益具有歷史的必然性和法律上的合理性。12 經濟全球化

是法律統一化的根本原因，“一帶一路”倡議的發展和落實加劇了構建區域性乃至全球性統一海運

規則的緊迫需求。中國所佔有的國際海運話語權與其航運實力不相符合，“一帶一路”倡議亦給中

國提升國際海運話語權提供了契機。中國作為倡議發起國兼具航運大國和貿易大國的身份，應該把

握這個機會積極主導，而不僅僅是參與“一帶一路”統一海運規則的構建。

中國若要主導“一帶一路”倡議下國際海運規則的統一，有如下幾個路徑選擇：第一，採取公

約模式，選擇批准加入《鹿特丹規則》，並推動其生效和適用。由於傳統已生效的3大國際海運公

約已不能適用“一帶一路”倡議下國際海運實踐發展的需求，若要在現有的國際海運公約中作一選

擇，只有可能是加入《鹿特丹規則》或者是不加入任何一個現有公約。一國在決定是否批准加入一

項國際公約主要基於國家利益的考量，就國際海運公約而言主要有公約文本因素、國際航運因素、

國際經貿因素、政治因素和國內法因素等。在“一帶一路”倡議下對《鹿特丹規則》的取捨，還應

把國家戰略發展的需求和提升國際話語權等因素納入其中，從而實現海運大國到海運強國的身份轉

化。第二，採取公約模式，但不選擇批准加入《鹿特丹規則》，而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共同制定

一項新的國際公約。一項國際公約的出台耗時許久，從起草到通過再到各國批准加入使其生效，這

個過程難度可想而知。且《鹿特丹規則》的出台本就是國際社會共同努力的結果，“一帶一路”沿

線國之間能否達成新的合意或者說有更高的立法技巧和智慧，都難以判斷，但至少有一點是確定

的，若採用此方案耗時過久，難以滿足當下的緊迫需求。第三，採取示範法模式。示範法是由學

者、專家或由其組成的職業團體、學術團體草擬的法律文本，用以推薦給各法域在立法時予以借鑒

或採納，其主要作用體現於不同法域之間的法律統一化過程中。13 相比於國際公約而言，示範法

可以涉及任何國家，而不限於頒佈示範法國際組織的成員國，因其具有高度的彈性，故而採納示範

法的國家可以對其作一定的修改後再採行，故而能使各國在更大程度上就其所認同的示範法條款轉

12 司玉琢主編：《國際貨物運輸法律統一研究》。
13 曾濤：《全球化視野中的示範法》，《法制與社會發展》2006年第3期，第35頁；王勇：《條約保留〈實踐

指南〉論述——兼論中國的對策》，《華中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2年第2期，第3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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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為其國內法，從而實現有關條款的法律統一化。14 中國想要主導新規則的制定，最好的方案就是

先行建議和設計一套適用於“一帶一路”沿線國的運輸規則體系，中國和沿線國可以通過簽署雙邊

或者多邊協定的方式採取統一的規則體系，也可以在合意的基礎上將這些規則體系轉化為國內法。

中國在主導新規則的制定過程中，亦可以吸收和借鑒國際社會在國際海運領域統一化的最新成果之

《鹿特丹規則》。以該公約為示範法模板，或許是當下盡快建立統一的國際海上貨物運輸規則最為

有效的途徑，筆者最建議採取此種方案。第四，採取國內法模式。恰逢中國《海商法》修改之際，

修改後的中國《海商法》能否滿足“一帶一路”海上貨物運輸尚不得而知，但從草案來看相比於現

行國內法而言至少會提供臨時的解決方案，比如增設了多式聯運規則。但單純採取國內法模式，依

然會導致法律衝突問題，無法實現法律統一化，除非中國將修改後的新法作為模板進行推廣，從而

讓沿線國採納中國模式，其難度可想而知。至於是通過簽署雙邊還是多邊協定的方式讓沿線國採

納，則可以根據國家類型加以區分，比如中國同東盟或非洲聯盟的國家之間可以考慮採用多邊協定

方式，而跟大洋洲的國家之間可以採用雙邊協定的方式，這取決於這些國家之間的聯繫度或者說是

否已經形成了區域性同盟關係。但此種方案被接受的難度最大，對中國《海商法》修改的要求也最

高，在短期內不太可能完成，故而筆者不建議這種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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